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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规制水平的差异会给高污染产业带来生产成本的差异，使环境规制水平低的区域可以为高污染产业

提供成本优势。这种优势可能引起空间替代效应，促进高污染产业从环境规制水平高的区域向环境规制

水平低的地方转移。同时，从空间上来讲，高污染产业的转移可能又不仅仅只是受当地环境规制水平的

影响，而跟相邻区域的情况也有一定关系。本文基于我国各个省份2005~2017年的数据，选取每单位污

染物上的治理投资额和高污染产业数量两个指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相关联地区的环境规制

水平对本地高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提高能促进本区域高污染

产业转入。同时，不同地区区域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基于研究得出的结论，

为本文最后为各地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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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fference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evel will bring the difference in production cost to 
highly polluting industries, and make the areas with low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evel can pro-
vide the cost advantage for highly polluting industries. This advantage may cause the spatial subs-
titution effect and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high-pollution industries from regions with high envi-
ronmental regulation level to places with low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evel.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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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the transfer of highly polluting industries may not only be affected 
by the loc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evel, but also be related to the situation of adjacent areas. 
Based on the data of each province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7, this paper selects two indexes: The 
investment amount of each pollutant and the number of high pollution industries,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evel in related areas on the transfer of local high pol-
lution industries by constructing a spatial durbin model.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evel in adjacent areas can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high-pollution in-
dustries in the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transfer of highly polluting industries is heterogenou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envi-
ronment in various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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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从改革开放到如今，高速的经济发展在中国各个省份都得以体现。但是，东部地区各省市和西部地

区各省市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也越来越大：东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水平比较高，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

各省份的经济则相对落后，从而在发展目标上也出现了差异。东部的地区将重心放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优化环境上面，而西部的地区则着重于探索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这种差异使得东西部对环境保护的

要求有所不同，东部地区对环境的保护程度会强于中西部地区。发达的东部地区为追求高质量的环境会

采取措施降低高污染产业对环境的恶劣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对 GDP 的追求则会让它为了经济增长而在环

境问题上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愿意以一定的环境污染作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高污染

企业从环境规制严格的东部地区撤离，转移到对环境要求相对较低的西部地区，就成了看似共赢的一个

良好措施。并且，为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党中央先后

实行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也为产业转移提供了政策支撑，促进了高污染产业

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区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 

区域环境规制水平的不同会给高污染产业带来不同的成本与利润，高污染企业为了自身效益最大化，

可能在不同的区域间进行转移。那么从实证角度，中国的各地区的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和高污染企业数量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高污染产业在不同的区域环境规制下有没有出现明显的转移？区域环境规制差异是

否能促进高污染产业转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解答这些问题。同时，从空间上来讲，相邻地区的环境

规制水平对本地的高污染产业转移也可能会造成影响，这种空间效应也需要纳入分析当中。 

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特点，当区域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的环境因过度承接高污染产业而

严重恶化时，追求环境质量的东部地区的环境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生态文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号召。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要求做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注重环境问题。所以推动高污染产业从

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时，要采取合适的方式，全面考虑其成效与后果。本文将主要对国内区域环

境规制与高污染产业转移的现状进行分析，从空间角度研究区域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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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使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区域环境规制 

国外学者较早开始基于庇古提出的外部性问题以及科斯定理对环境规制进行研究分析，而中国学者

对环境规制的研究热潮稍晚一些，但都收获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今，在不同环境规制类型的效果、影

响环境规制的因素、环境规制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比较多。 
关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效果等，卢现祥等(2012)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了市场型制度和“三

同时”制度的环境绩效，结果证明命令控制型的制度不如基于市场型的制度有效[1]。马媛等(2015)基于

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研究出政府执法对中国环境规制作用最大[2]。刘满凤等(2020)基于系统 GMM 方法，

分析了技术创新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的情况，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是命令控制型或者公众参与型时，

技术创新水平能够提高，当环境规制是市场激励型时，技术创新水平反而会被抑制[3]。和军等(2021)从
企业的所有制角度出发，利用系统 GMM 模型以及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国有企业更

适合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而民营企业则更适合激励型的规制方式[4]。Khanna 等(2010)研究了不同环境

规制方式下的排污成本，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为市场激励型时排污的成本最低[5]。同样，Gunningham 等

(2004)也通过研究指出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成本低于命令控制型[6]。 
关于区域环境规制的影响因素，张胜(2014)利用 35 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

规制水平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推动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增加环境规制的强

度[7]。雷平等(2016)利用 GMM 模型，分析 NGO 对区域环境规制水平的作用，结果指出，NGO 有利于

推动区域环境规制的进步[8]。雷平等(2018)基于 1999 年~2013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龙头企业的规模

能够正向促区域环境规制水平[9]。另外，Hahn 等(1990)研究发现游说团的存在会对选择何种环境规制类

型产生影响[10]。黄琴(2020)研究发现，地区的发展水平会影响环境规制的效果[11]。 
环境规制会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是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内容。杨涛等(2003)等分析得出，环

境规制会使 FDI 的门槛提高，从而使 FDI 减少，因此不利于经济增长[12]。李春米等(2014)测算了五个西北

地区的省份的工业 TFP，分析发现，环境规制水平提高会削弱工业全要素生产率[13]。而从有限的文献来

看，国内更多的学者认为环境规制能对经济的增长起促进作用。黄徳春等(2006)的研究发现境规制对大型

企业的技术效率提升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胡日等(2010)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刺激工业企业不断创新，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李阳等(2014)基于中国各个地区的工业生产数据，分析得出不同地方

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都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结论，并且表示这种推动作用不受时限影响，在短期与长

期都是显著的[14]。曹悦等(2018)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 2006 年到 2015 年的情况做研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

对东部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对中西部的经济会产生先抑制、再促进的作用[15]。杨白冰等(2019)基于 2004
年到 2017 年的数据，从长期与短期的角度研究了不同区域环境规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分析得出的结

果是：环境规制能够倒逼该地区经济增长，但这种作用会因为地区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情况[16]。 

2.2. 高污染产业转移 

高污染产业和污染密集型产业都有高耗能、高污染的特点，相似度比较高。国内外学者主要对污染

密集型产业做了相关研究。 
影响因素方面，赵贺(2001)通过对发达国家高污染产业转移情况的研究分析，为中国提出了相应的对

策[17]；古冰等(2013)认为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度以及发展的水平是能够推动污染密集产业转入的两个因

素，而劳动力成本则是阻碍污染密集产业转入的因素[18]；候伟丽等(2013)表明，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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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会明显地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起作用[19]；周沂等(2015)研究发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中国不同地区

的分布主要受该地区环境调节和贸易方式以及要素禀赋的影响[20]。李杰等(2018)基于东部 9 省的数据，

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主要诱因是财政分权[21]。 
转移特点方面，沈静等(2012)从广东省的情况出发，分析了该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情况，分析结

果表明，该省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在时间与空间上分别呈现出“S”型的特点以及“分散–集中–分散”

的特点[22]。仇方道等(2013)基于江苏省这一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江苏

省的各个城市间的分布在空间上呈现“中心–外围”的特点，并且有不断从江苏南部向江苏北部转移的

趋势[23]。崔建鑫等(2015)从研究中得到的结论是，污染密集型产业在珠三角地区转移具有集中到分散、

中心到外围的特征[24]。何彬灵(2020)基于东部沿海地区 1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污染密集型产

业在空间分布上呈“集中–扩散”的特征[25]。Cai 等(2016)通过研究中国 24 条河流附近县级情况，发现

污染性企业呈现向行政边界转移的特点[26]。 
高污染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环境的影响方面，学者们的观点不统一。李梦洁等(2014)以皖江城市带的产

业示范区为例，研究了产业转移对皖江区域以及长江三角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加强政

府环境管制以及准入门槛，则能够使承接地和转出地的环境都得到改善[27]。与此相悖，张晋霞等(2014)
对产业转移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并对比分析了 FDI 和境内省外的投资对新疆

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者都与环境污染存在长期的影响关系，并且都是导致新疆环境恶化的格

兰杰原因[28]。豆建民等(2014)利用中部地区六个省份 2000 年到 2010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

发现，产业转移给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影响[29]。秦炳涛等(2018)利用中国 30 个省份

的面板数据做门槛回归，分析得出结论：高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递增关系，当环境规制

门槛提高的时候，高污染产业转移导致的环境破坏后果就会变得愈加恶劣[30]。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学者

认为高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不同阶段会呈现不同的情况。Grossman 等(1991)以及熊旭颖等

(2004)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环境污染是呈倒“U”型的。 

2.3. 区域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 

关于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起什么样的作用，傅师雄等(2011)发现，如果各个省份之间环境规制的水平

存在差异，那么污染密集型产业将从规制水平高的省份迁移到规制水平低的省份，因此，东部地区大概

率会将中、西部地区作为高污染产业应对环境管制的地方[31]。沈静等(2012)从广东佛山的陶瓷这个行业

出发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会对污染型产业的转移情况起到作用[32]。另外，沈静等(2012)还分

析发现，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珠三角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向非珠三角迁移[22]。张彩云等(2015)基于中国各个

省份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和污染密集型产业迁移之间呈现的是倒“U”形的关系，即开

始的时候环境规制强度变强会促使污染性的产业向其他地区转出，但继续提高环境规制水平，生产率会

得到促进，又会促使污染性的产业转入[33]。周沂等(2015)分析得出结论：环境规制是对污染密集型产业

地理分布情况起作用的因素之一(另外两个因素分别是是要素禀赋和全球化) [20]。赵菲菲等(2018)利用中

国 2000 年到 2014 年的数据建立了动态面板系统高斯混合模型进行估计，同样得出结论环境规制和工业

的转移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另外还发现，环境规制对城市工业转移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差异性[34]。 

3. 区域环境规制影响高污染产业转移的机制分析及相关理论假说 

3.1. 机制分析 

区域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即是各地区进行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引起了空间替代效应，

使得高污染产业在不同的区域间进行转移。高污染企业在环境规制下进行转移，主要是为了追求利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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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而一个企业的利润，最关键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及销售情况。其中，销售情况又主要受消费

者需求的影响。所以，本文将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及消费者的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环境规制下高污染产

业进行转移的动力机制。 

3.1.1. 生产成本增加 
当一个区域实施环境规制时，该地区高污染产业的成本将会增加。这种增加的成本主要来源于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设备及人力成本增加。政府实施环境规制时，会设置相应的环境标准。而企业为了检

测自身的排污指标是否达标，需要购置相应的检测仪器，同时配备人力。若污染超标，为降低污染还需

要增加设备及人力进行降污处理。第二，原材料成本增加。当上游企业因环境规制而提高价格时，处于

中下游的高污染企业购置原材料的成本将增加。第三，当政府对污染性产业收取税费或者发放排污许可

证时，高污染企业会为自己的排污行为付出相应的成本。当高污染产业承受不住当地环境规制带来的这

些额外成本，会考虑将企业转移到其他地方。 

3.1.2. 消费者需求减少 
区域环境规制下消费者需求减少是促进高污染性企业转移的另一个动力。当一个区域的环境规制加

强时，该区域的公众受到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宣传与教育越多，于是公众保护环境的意识就越强。继而可

能对高污染产业的产品持一定程度的抵制心理。这种心理将促使消费者选择低污染的绿色产品进行消费，

而降低对高污染型产品的需求。并且，环境规制下高污染产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其销售价格也可能相应

提高，商品价格的上涨也会导致消费者的需求减少。当高污染产业的产品在当地销售量不足，收入过少

甚至入不敷出，这些产业也会考虑将企业转移到其他地方。 
同时，高污染产业进行产业转移时也需要花费成本。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些企业会比较在环境规

制水平高的区域生产多付出的成本以及进行产业转移的成本，以做是否转移的决策。 

3.2. 理论假说 

关于环境规制下产业转移的假说，目前被引用较多的主要有要素禀赋论、竞次假说、污染避难所假

说等。这三种理论最初的提出都是基于国际问题，即产业在国家间的选择问题，但运用到区域环境规制

下高污染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也是仍然成立的。 

3.2.1. 要素禀赋论 
要素禀赋论是狭义的 H-O 理论，由赫克歇尔提出，俄林创立系统。它最开始是用于研究彼此有联系

的价格体系，用生产要素的多少来说明国家间为什么会发生贸易往来：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是不相同的，

当不同的国家技术水平和对产品的需求相同时，则通过国家资源的丰富度来对生产或者是进口这种产品

做出决策。 
将该理论用到区域环境规制下高污染产业进行转移的行为上来分析就是，在其他因素相近的情况下，

高污染产业将选择在环境资源充足的地方进行生产活动。而一个地区的环境资源是否丰富，可以通过该

区域的环境规制水平来判断：环境规制水平越高，则该区域的环境资源可能比较匮乏；相反，环境规制

水平比较低的地方环境资源可能会比较丰富，高污染产业对环境资源的需求比较大，所以会选择这种环

境资源邓弗的地方进行转移。 

3.2.2. 环境标准竞次假说 
竞次假说又被称为“逐底竞争”假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它原本是指：在全球化的

大背景下，资本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间流动，是为了追求最高的回报率。政府在福利体系、环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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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执行上都会因此而受到限制。此时，发展中国家需要竞争性地通过削减工资福利

等方式来吸引国际企业投资。 
该理论体现到区域环境规制与高污染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上就是：当一个地区的政府在制定环境标

准时，会担心本地区制定的环境标准过于严苛，而其他地区的环境标准相对更加宽松。若发生这种情况，

将不利于吸引企业落户生产，甚至会使本地的企业转移到别的地区。所以，为了保护本地的企业，促进

本地的经济发展，一些政府会制定比较宽松的环境标准，实行低水平的环境规制，这会吸引环境规制水

平高的区域的高污染产业转入。 

3.2.3. 污染避难所假说 
该假说最开始是用于分析自由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它提出，高污染的产业会伴随着自由贸易的

进行而从发达国家迁移至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发生的理由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高，环保意识也更

高，就会进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而欠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弱，对经济的追求会使这些国家降

低环保意识，进行相对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从而具有了成本优势，吸引高污染产业转入，成为发达国

家的避难所。 
同样，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平衡。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逐步递减。按照污染避

难所理论，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进行的环境规制水平会不同，从而带给高污染产业的成本也不同。高污

染产业会因为这种成本的差异而选择欠发达的地方转入，从而使环境规制水平低的区域成为环境规制水

平高的区域的污染避难所。 
以上假说与机制反映到区域环境规制与高污染产业上的情况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Mechanisms and hypotheses 
图 1. 机制与假说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假说 1：某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则该地区的高污染产业将转出。 
假说 2：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提高，高污染产业将向本地转入。 

4. 实证分析——区域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 

前文主要分东、中、西部地区对环境规制和产业转移的现状进行了定性描述，以及从理论层面分析

了区域环境规制影响高污染产业转移的作用机理，后文将建立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研究，对环境规制对产

业转移的影响做定量分析。 

4.1.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4.1.1. 变量的选取 
①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高污染产业转移为被解释变量。产业转移是指，当产业位于的阶段和经济状况产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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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被企业引领和主持的，将其局部或全部生产单位从原本所处的地区迁移到别的区地区或别的国家

的过程。本文采用最直接的方法，用 8 个高污染产业的企业数量变化情况来衡量高污染产业转移情况。

若某地区高污染企业数量减少，则该地区整体上属于高污染产业转出。反之，若某地区高污染企业数量

增加，则该地区整体上属于高污染产业转入。 
② 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区域环境规制为解释变量。如果一个地区在环境治理上投入的资金越多，则表明该地区的

环境状况受到更多的重视，该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就越强。所以，本文参考王勇等的方法，通过某区域

每一单位污染物上所花的治污费用来衡量该区域的环境规制水平。具体的表示方法如下：Rit 表示第 i 个
地区在第 t 期时的区域环境规制水平；SCit 表示标准化后的第 i 个地区第 t 期投入的治污费用，通过第 i
个地区在第 t 期时投入的环境污染治理费用(Cit)除以第 t 期时全国平均的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投入(MCt)得
到；本文的污染物排放量使用有代表性的水污染以及大气污染 1 两种污染物排放量加总得到。TPit 为第 i
个地区第 t 期的总污染量，SPit 为第 i 个地区第 t 期两种污染物标准化后的值，标准化方式为第 i 个地区

第 t 期的污染物排放量(Pit)与第 t 期时该种污染物全国最小排放量(minPt)的差值比上该污染物全国最大排

放量(maxPt)与最小排放量的差值。环境规制强度的表达式为： 

min
max min

it it t
it

it it

it t
it

t t

SC C MC
R

TP SP
P P

SP
P P

= =

−
=

−

∑  

③ 控制变量 
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也能对高污染产业转移起作用，本文将选取其中的交通便利程度、固定

资产投资、产业集聚度、研发投入、劳动力成本这 5 个相关的变量来作为控制变量。 

4.1.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变量及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中国工

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

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各个省份的统计年

鉴等。为使数据平衡，北京、安徽、西藏、新疆、青海五地因缺失部分数据被排除。本文将使用剩下 26
个省份 2005 年至 2017 年 2 的面板数据 3 进行实证分析。同时，为消除量纲影响，将 5 个控制变量中的

交通便利程度、固定资产投资、产业集聚度三个绝对变量取对数。 

4.2. 模型构建与检验 

4.2.1. 模型的构建 
为更精确地分析区域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ln NUM ln NUMit ij jt it ij jt it ij jt t i itR R Z Zα β ρ λ γ µ= + + + + + + +∑ ∑ ∑W W δ θ W           (1) 

式中，NUM 是被解释变量高污染产业的数量，R 是解释变量环境规制的水平；W 是空间权重矩阵，若是

相邻的地区则 W 取 1，否则 W 取 0；Z 是 5 个控制变量的集合；α、β、ρ是系数，分别表示相邻区域高

污染产业数量、本地环境规制水平、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对本地高污染产业数量的影响程度。δ和 θ
是系数矩阵，分别表示本地各控制变量、相邻区域各控制变量对本地高污染产业数量的影响程度。λt 是

 

 

1因数据原因，大气污染量 2005~2010 采用工业废气排放量表示，2011~2017 采用氮氧化合排放量表示。 
22013 年、2014 年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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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固定效应，γi 是个体固定效应，μit 是随机误差项。 

4.2.2. 模型的检验 
1. 空间自相关检验。验证相关联地区的高污染产业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首先，计算莫兰指数和吉尔里指数，结果分别如表 1、表 2 所示。 

 
Table 1. Moran’s index tests 
表 1. 莫兰指数检验 

 单侧检验 双侧检验 

Variables I E(I) sd(I) z p-value I E(I) sd(I) z P-value 

lnNUM 0.121 −0.004 0.044 2.834 0.002 0.121 −0.004 0.044 2.834 0.005 

 
Table 2. Geary index tests 
表 2. 吉尔里指数检验 

 单侧检验 双侧检验 

Variables c E(c) sd(c) z p-value c E(c) sd(c) z P-value 

lnNUM 0.754 1.000 0.051 −4.791 0.000 0.754 1.000 0.051 −4.791 0.000 

 
两指数的单、双侧检验结果都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相邻的各区域高污染产业数量相互

影响，存在空间自相关。 
进一步，描绘各区域高污染产业的莫兰散点图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Moran scatterplot 
图 2. 莫兰散点图 
 

各区域高污染产业的莫兰散点图如图 2 所示，该图被分为四个部分，叫做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

三象限、第四象限。分别表示高–高型、低–高型、低–低型、高–低型的区域。图中结果显示，不同

的区域空间关联度不相同。但是，大部分地区集中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属于高–高或者低–低型区

Moran scatterplot (Moran's I = 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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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即如果某地区的高污染产业数量多，则跟该地区相邻的地区高污染产业也多。而如果某地区的高污

染产业数量少，则跟该地区相邻的地区高污染产业也少。进一步表明一个地区的高污染产业数量跟周边

地区的情况有关，即存在空间效应。 
2. LM 检验。为了判断应该建立平面模型还是空间模型，进行 LM 检验。得到表 3 的结果。 

 
Table 3. LM test 
表 3. LM 检验 

Test Statistic df P-value 

Spatial error:    

Moran’s I 14.231 1 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186.333 1 0.000 

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 131.219 1 0.000 

Spatial lag:    

Lagrange multiplier 60.880 1 0.000 

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 5.766 1 0.016 

 
由表中 3 结果可知，既存在空间误差效应，又存在空间滞后效应。所以，确定选用空间面板模型。 
豪斯曼检验。为了判断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得到表 4 的结果。 

 
Table 4. Hausman test results 
表 4. 豪斯曼检验结果 

可决系数 R_sq 0.9251 

似然值 Log-likelihood 300.1690 

 
由表 4 的检验结果，确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3. LR 检验。为了判断使用哪一种空间回归模型，进行 LR 检验。得到表 5 的结果。 

 
Table 5. LR test 
表 5. LR 检验 

 LR 值 P 值 

空间杜宾模型与空间自回归模型 72.18 0.000 

空间杜宾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 64.82 0.000 
 
表 5 的结果显示，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的比较结果都在 0.01 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故空间杜宾模型既不能退化为空间自回归模型，也不能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 
最后，通过可决系数高低的比较，判断选用时间固定、个体固定还是双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Comparison of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of different fixed effect models 
表 6. 不同固定效应模型可决系数比较 

 时间固定效应模型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双固定效应模型 

可决系数 0.9516 0.9141 0.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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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种模型的比较来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度最高，所以选用时间固定模型。 
通过以上步骤的检验，最终确定回归模型为： 

ln NUM ln NUMit ij jt it ij jt it ij jt t itR R Z Zα β ρ λ µ= + + + + + +∑ ∑ ∑W W δ θ W             (2) 

4.2.3.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 
本文根据各地区的地理位置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的方法为：如果某两个地区存在点相邻或者边

相邻，那么 W 就取值为 1，否则，W 就取值为 0。构造出来的空间权重矩阵为一个元素为 0 或者 1 的对

称矩阵。即， 

1,
0,


= 


两地区相邻

两地区不相邻。
W  

4.3. 回归分析 

对该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industrial transfer 
表 7.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P 值 

区域环境规制水平 R 0.009 0.481 

交通便利程度 lnTRA 0.043* 0.074 

固定资产投资 lnFA 0.080*** 0.000 

产业集聚度 lnAGG 0.828*** 0.000 

创新投入 TI 0.491 0.833 

劳动力成本 LC −0.559*** 0.000 

邻地环境规制水平 W × R 0.090*** 0.000 

交通便利程度 W × lnTRA 0.107** 0.026 

固定资产投资 W × lnFA −0.102** 0.019 

产业集聚度 W × lnAGG −0.128 0.119 

创新投入 W × TI −2.847 0.517 

劳动力成本 W × LC −0.524*** 0.000 

邻地高污染产业数 W × lnNUM 0.099 0.279 

可决系数 R_squared 0.9516 

似然值 Log-likelihood 79.85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表示标准差。下同。 
 
表 7 的回归结果中，可决系数为 0.9516，说明模型整体的拟合程度较高。从具体的变量来看，相邻

地区的高污染产业数量和当地的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对本地高污染产业的数量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而相邻

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对本地高污染产业数量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正向影响，这说明相邻地区的环

境规制水平越高，越能推动高污染产业向本地转入。另外，在 5 个控制变量中，固定资产投资、产业集

聚度这两个变量均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高污染产业数量有正向影响，交通便利程度在 0.1 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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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下对高污染产业数量有正向影响，这表明本地的固定资产投资越多、产业集聚度越高、交通越便利，

越有利于高污染产业转入。而劳动力成本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高污染产业数量呈负向影响，说明劳

动力成本越高，越可能促使本地的高污染产业转出。另外，创新投入对高污染产业数量的影响不显著。

在相邻地区的各个控制变量中，交通便利水平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高污染产业向本地转移，而相

邻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成本分别在 0.05和 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本地的高污染产业数量有负向

影响。表明相邻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越多、劳动力成本越高，本地的高污染企业就越少，空间替代效应

得以体现。前文假说 2 得以验证。 
空间总效应来源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部分。直接效应是指本地的环境规制水平对本地高污染

产业转移的作用，而间接效应是指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对本地高污染产业转移的作用。其中直接效

应又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本地的环境规制水平直接对本地高污染产业转移起作用，另一个是本地的环

境规制水平作用于相邻地区的高污染产业转移上，相邻地区的高污染产业转移情况又对本地的高污染产

业转移起反馈作用。区域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转移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Direct effect and indirect effect 
图 3.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在以上结果的基础上，把区域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转移的效应进行分解，得到表 8 的结果。 

 
Table 8. Effect Breakdown 
表 8. 效应分解 

变量名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区域环境规制水平 R 0.011 0.356 0.099*** 0.000 0.111*** 0.000 

交通便利程度 lnTRA 0.043** 0.031 0.117** 0.024 0.160*** 0.002 

固定资产投资 lnFA 0.079*** 0.001 −0.105** 0.024 −0.026 0.617 

产业集聚度 lnAGG 0.827*** 0.000 −0.046 0.404 0.781*** 0.000 

创新投入 TI −0.028 0.992 −2.823 0.593 −2.851 0.656 

劳动力成本 LC −0.563*** 0.000 −0.646*** 0.000 −1.209*** 0.000 

可决系数 R2 0.952 

似然值 Log-likelihood 79.8485 

 
分解结果表明，直接效应不显著，而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即本地的环境规制水平不能显著影响本地

高污染产业的数量，而关联地环境规制水平正向影响着本地高污染产业的数量。这一结果说明，相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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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境规制水平对提高会促进高污染产业向本地转。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相关联地区

的情况。 

4.4. 稳健性检验 

4.4.1. 区域异质性检验 
为检验结论在不同的地区是否存在差异，将研究的 26 个省份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分别用模型(2)

回归，考察三个地区区域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情况。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 
 
Table 9.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est 
表 9. 区域异质性检验 

变量名 
Variables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Main Wx Main Wx Main Wx 

区域环境规制水平
R 

0.015 0.055*** 0.038** 0.072** −0.041 0.064 

(0.210) (0.007) (0.025) (0.020) (0.176) (0.288) 

交通便利程度
lnTRA 

−0.288*** −0.083 0.030 −0.048 −0.181*** 0.357* 

(0.000) (0.154) (0.321) (0.419) (0.001) (0.062) 

固定资产投资
lnFA 

0.068*** 0.201*** −0.030 −0.188** −0.126 −0.029 

(0.007) (0.000) (0.511) (0.015) (0.143) (0.883) 

产业集聚度
lnAGG 

1.026*** 0.089 1.128*** 0.600*** 1.116*** −0.296 

(0.000) (0.280) (0.000) (0.001) (0.000) (0.294) 

创新投入 
TI 

−0.224 −0.248 −10.290** 0.054 −11.590*** 0.281 

(0.947) (0.957) (0.015) (0.993) (0.007) (0.974) 

劳动力成本 LC 
−0.280*** −0.247* 0.692** −1.066** 0.610** −0.038 

(0.000) (0.052) (0.011) (0.032) (0.042) (0.953) 

邻地高污染产业
rho 

−0.017 −0.300** −0.221 

(0.857) (0.015) (0.155) 

R_squared 0.947 0.927 0.969 

 
分东、中、西三地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本地区域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数量没有明显影响，而

相邻地区的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本地高污染产业数量有正向影响。表明在东部地

区，相关联的地区区域环境规制水平提高会促进高污染产业向本地转移。这与整体回归的结论相同。而

在中部地区，本地以及相邻地区的区域环境规制水平都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高污染产业数量起正向

作用，表明中部地区本地以及相邻地区的区域环境规制水平提高，都会促进高污染产业向本地转移。其

原因可能是某个区域的环境规制水平提高，会促进本地以及相邻地区的生产率提高，从而吸引别的地区

的高污染产业转移过来。而西部地区本地以及相邻地区的区域环境规制水平都对本地的高污染产业数量

没有明显影响，说明在西部地区，区域环境规制下相邻地区间的空间替代效应不强。 

4.4.2. 时间异质性检验 
其次，从时间角度去考察该模型稳健性。采用统计期前 8 年的数据做部分年限的回归跟总体回归对

比以检验时间异质性。时间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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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Time heterogeneity test 
表 10. 时间异质性检验 

变量 
Variables 

总体回归 部分年限回归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区域环境规制水平 R 0.009 0.481 0.008 0.648 

交通便利程度 lnTRA 0.043* 0.074 0.024 0.483 

固定资产投资 lnFA 0.080*** 0.000 0.138*** 0.000 

产业集聚度 lnAGG 0.828*** 0.000 0.761*** 0.000 

创新投入 TI 0.491 0.833 3.688 0.203 

劳动力成本 LC −0.559*** 0.000 −0.636*** 0.000 

邻地环境规制水平 W × R 0.090*** 0.000 0.108*** 0.000 

交通便利程度 W × lnTRA 0.107** 0.026 0.184*** 0.010 

固定资产投资 W × lnFA −0.102** 0.019 −0.079 0.196 

产业集聚度 W × lnAGG −0.128 0.119 −0.213** 0.029 

创新投入 W × TI −2.847 0.517 −1.664 0.775 

劳动力成本 W × LC −0.524*** 0.000 −0.450** 0.013 

邻地高污染产业 W × lnNUM 0.099 0.279 0.140 0.217 

可决系数 R_squared 0.952 0.959 

似然值 Log-likelihood 79.85 70.61 

 
从表 10 的结果来看，采用部分年限回归的结果跟整体回归得到的结论相同：即本地区域环境规制对

高污染产业数量没有明显影响，而相邻地区的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对本地高污染产

业数量有正向影响。表明从时间上来看，模型是稳健的，在不同的时间都能得出相邻地区环境规制水平

提高会促进高污染产业向本地转入的结论。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基本结论 

根据以上的研究分析，主要得到如下的结论。 
区域环境规制和高污染产业转移的现状方面。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有明显的

差距，三个地区的规制水平呈现依次递减的形势。与此同时，东、中、西部地区的高污染产业数量在研

究期内都呈现上升趋势，且东部地区的高污染产业数量明显高于中、西部。高污染产业并没有明显的从

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对于区域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中国 26 个省份 2005~2017 年的面板数据建

立空间模型进行分析，从整体上得到结论：本地的环境规制水平对本地高污染产业转移情况的影响并不

明显。但是，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对本地的高污染产业数量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说明一个地区的环

境规制水平提高，会促使该地区的高污染产业向相邻的地区迁移。另外，高污染产业在进行转移时，也

显著地被交通便利程度、固定资产投资、产业集聚度、劳动力成本等其他因素影响着。 
区域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会因为地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即具有区域异质性。在

东部，相邻区域的环境规制水平提高会推动高污染产业向本地转移，中部地区本地以及相邻区域环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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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水平提高都会促进高污染产业向本地转移，原因可能是某地区域环境规制水平提高会促进本地生产率

提高，同时会带动相邻地区的生产率提高，从而吸引其他区域的高污染产业向本片区转移。而西部地区

本地及相邻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对高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够显著，说明西部各相邻地区存在环境规制水

平差异时，空间替代效应不强。 

5.2. 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对西部承接高污染产业的扶持力度。由本文的衡量指标测度出来的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

水平不高，高污染产业的数量也相对较少。西部地区的环境资源较为丰富，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与之相对的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而环境资源却相对匮乏。在这种情况下，适度地向西部地区转入高污

染产业，能够在整体环境得到控制的同时使西部地区的经济也得到增长。但目前，高污染产业从东部地

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并不明显。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对西部按要求引入高污染产业的地区实行优惠

政策，比如税收优惠等，加大对西部承接高污染产业的扶持力度，以增加西部地区引入高污染产业的动

力。政府部门的这种扶持，能够增强区域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转移的效力，使东部地区环境得到改善

的同时，也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 
第二，区域环境规制政策要因地制宜、周全考虑。不同的地区在自然条件和发展阶段等方面不尽相

同、追求的发展目标也不相同、区域环境规制对高污染产业的作用情况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各个地区

在制定跟区域环境规制相关的政策法规时，要依据自身的情况特点，结合发展目标找到最适合的政策措

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对环境的追求也逐步提高，在实行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时，要减少、避

免环境规制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让环境规制带来“倒逼效应”，促进地区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在实行较低的环境规制时，可以适当招商引资，利用其环境资源。但

在接受企业转入时，要严格按照要求执行，杜绝寻租等行为发生。同时，各地在制定区域环境规制政策

时，要考虑空间效应，考虑相邻地区的规制情况对本地高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 
第三，促进东部与中西部的合作。环境资源是公共物品，通过地区间的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优化

资源配置，力求社会效益最大化。在合作过程中，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提供自然资源，向东部地区学

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实现经济增长。而东部地区可以减少企业的外流，促进产业升级。目前，当增强区

域环境规制的水平时，东部的高污染产业有明显的向相邻地区转移的形势。但是，从东部向中、西部转

移的趋势并不明显。因此，应该建立起东西部之间的合作关系。另外，在合作的过程中，中西部地区也

要善于从东部地区的发展中总结经验，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做好环境管理，以避免走“先发展，再治理”

这条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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